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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我国城乡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 , 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
择城市户籍 , 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策 ,是本文研究的问题。研究发现 ,如果
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指标 ,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
愿的主要原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 , 相对集中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方
式认同上 ,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
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指标 , 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原因则相
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 ,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
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 , 个体迁移动力与制
度合法性压力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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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工业化 、城市化的发展 ,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

的主要构成 ,成为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力量 ,据统计 ,目前农民工的规模

已达 1.2亿 。但是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随着这一进程迅

速消失 ,农民工在企业和城市遭遇的不平等 ,以及如何缩小乃至消除这

些不平等 ,始终是政府 、学者和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上个世纪 80 年

代 ,人们关注的是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使广大农民获得合法 、平

等地在城市就业的权利;90 年代 ,人们进一步关注到与农民工城市就

业相联系的如失业保险 、退休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等社会保

障权利;进入 21世纪 ,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利转

向公民保障权利 ,如义务教育权利 ,生存保障权利(指最低住房保障和

最低生活保障权利)等。然而 ,中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公民权利

实现具有“属地化”特征 ,即获取义务教育 、生存救助等公共产品的权利

是以地方户籍身份为凭证的。所以 ,农民工要充分实现自己在打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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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劳动保障权利 ,进而实现自己在打工城市的公民权利 ,就必须获得

打工所在地的城市户籍 ,实现永久性迁移。因此 , “户籍制度已成为我

国流动人口研究及相关政策制定中的焦点问题”(朱宇 ,2004a:52)。解

决农民工的城市户籍 ,使那些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能永久地迁入城市 ,

被看作是改变农民工目前遭遇的不平等 ,减少大规模的乡 —城循环流

动带来的社会问题 ,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选择(国务院研究室

课题组 ,2006:51)。

从社会平等和社会融合的理念出发 ,解决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

城市户籍身份 ,实现农民工的永久迁移 ,无疑是应该的 ,也是最理想的 。

但是从人口迁移的研究来看 ,这种观点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设 ,即农民工

都愿意放弃农村户籍 ,选择城市户籍 ,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策 。其推

论是 ,“我国流动人口的非永久迁移是一种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不正常现

象;一旦户籍制度被取消 ,这种非永久人口迁移将被永久迁移取代”(参

见朱宇 ,2004a:52)。然而 ,从国外移民研究的报告来看 ,永久的定居迁

移并不是所有移民的选择(参见朱宇 ,2004a:21)。从国内相关研究来

看 ,永久迁移也不是所有农民工的选择。例如朱宇 2002年在福州 、泉

州 、厦门 、漳州和晋江五地的研究显示 ,愿意全家迁移城市的流动人口

只占被调查者的 24%(朱宇 ,2004b:57);侯红娅等人 2003年在全国 25

个省份完成的 1182份问卷调查显示 ,只有 45.99%的农村流动人口愿

意“放弃土地和农业劳动 ,进入城市居住并从事非农工作”(侯红娅等 ,

2004:52)。由此引出本文的问题:在目前城乡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背

景下 ,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 ,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策 ?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的理论发现 ,更可以为如何开展户

籍制度改革提供客观依据 。

一 、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

(一)国外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和研究

过去 50年国外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非常活跃 。美国著名人口学

家梅西将其描述为一个高度多元化 、碎片化的领域 。他从四个方面(或

维度)总结了当前移民研究领域存在的根本分歧:首先是关于时间的问

题 ,即移民研究是瞬时性的 ,还是必须纳入到一个较长的历史框架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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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次是关于迁移行动的根本动因到底在个人还是在结构;第三是关

于合适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 ,究竟应该是个人还是家庭;第四是关于

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迁移的原因还是迁移的影响(Massey , 1990)。整个领

域的碎片化就是因为研究者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分歧相互交叉 、分割形

成的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 ,他又试图对有关人口迁移的众多理论进

行梳理 ,将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分析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于迁移是如何

产生的 ,包括新古典经济学 、新移民经济学 、二元劳动力市场和世界体

系理论;另一类是关于迁移是如何持续的 ,主要包括网络理论 、制度理

论 、累积因果理论和迁移系统理论(Massey et al.,1993)。

关于迁移行为的产生 ,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主要从经济发展

过程来解释劳动力迁移 (Massey et al., 1993),其创立者是著名经济学

家W.A.刘易斯 ,1954年他在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无限劳动力供应”

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结构模型” ,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经济发展

导致的地区间劳动力供需差异造成的(Lewis , 1954)。在同一个国家范

围内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通常会导致城市与农村在劳动力供求上产

生不平衡 ,使得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在国际范围内 ,

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劳动力供求的不平衡 ,从

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向发达工业化国家 。

以托达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试图从个体理性选择

的角度 ,用量化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 ,以弥补宏观理论的

不足(Todaro ,1969:138)。其分析逻辑可以用如下公式来概括:

ER(0)=∫
n

o
[ P1(t)P2(t)Yd(t)-P3(t)Y 0(t)] e

-rt
dt -C(0)(1)

　　其中 ER(0)是决定迁移前所计算出来的迁移会带来的预期净收

益 ,大致是通过计算在可预见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迁移所可能带来的收

益 P1(t)P 2(t)Y d(t),减去不迁移所可能有的收益 P3(t)Y 0(t),再减

去迁移成本 C(0)得出的(具体公式的解释请见 Massey et al., 1993)。

对于某一个可能的迁移地 ,如果计算出的 ER(0)是正的 ,则理性的个体

就会做出迁移的选择 ,如果是负的则不会 ,如果为零则迁或不迁无所谓

(Massey et al.,1993)。

新移民经济学在个体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个体的理性计

算不是孤立的 ,而是以具体的参照群体为标准的 ,所以在预期净收益的

计算之上 ,还有相对剥夺和相对满足的问题 。个体通过迁移来改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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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群体中的地位 ,甚至通过迁移来改变参照群体以降低相对剥夺感 、

提高相对满足感 。同时 ,迁移决策背后的理性计算也通常不仅仅是以

个体为单位的 ,更多的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迁移和留守是一

个家庭为了分散风险而采取的多样化经营策略(Massey et al., 1993;

Stark &Bloom ,1985;Stark &Taylor ,1989;Stark &Taylor , 1991)。

以上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建立在微观层次的理性选择基础上的;二

元劳动力市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宏观结构对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进

行解释。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本内在的二元性使得劳

动力市场在结构上呈现出二元性:发达工业化国家存在的一级劳动力

市场(primary sector)与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sector)的分隔使得二

级劳动力市场因为低工资 、低保障无法吸引到足够的本地劳动力 ,从而

只得转向吸引国外移民。因此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下的劳动力

迁移更多是因为流入地的需求“拉”动引起的 ,而不是流出地劳动力过

剩“推”动的(Massey et al., 1993;Piore , 1983 , 1986;Wachter et al.,

1974)。

世界体系理论则将国际间移民放在一个更为长期的历史阶段进行

考察 ,认为由于长期的殖民历史造成的国家体系和世界市场的二元结

构———以西欧 、北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核心(core)和以前殖民地国家

为主的边缘(periphery)是导致边缘国家的劳动力流向核心国家的原因 。

核心国家通过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市场将边缘国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

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内 ,边缘国家的劳动力随着原材料一起流入核心

国家(Massey et al.,1993;Wallerstein ,1974)。

以上这些理论虽然大多是针对国际劳动力迁移的 ,但是也被广泛

应用到国内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之中 。新古典经济学微观层次的预期收

益模型 ,新移民经济学关于参照群体 、家庭作为决策单位的分析等 ,都

可以直接应用于分析中国当前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二元分隔的劳动

力市场理论在分析中国当前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以及这种结构对

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也是适用的。

(二)暂时性迁移 、永久迁移与中国的户籍制度

在国外众多的人口迁移研究中 ,关于临时性与永久迁移的研究也

很丰富。朱宇对国外暂时性(或非永久)迁移的研究文献做了比较细致

的评述 。在概念上 ,暂时性(temporary)、非永久(non-permanent)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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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circulation)是经常被交叉使用的三个概念 ,它们的基本含义都是

指迁移者没有 ,或者不打算永久改变常住地 。上述微观个体层面和宏

观结构层面关于人口迁移的一般理论实际上也都被用来具体地分析和

解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非永久 、或者循环迁移的现象(朱宇 ,

2004a)。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城乡间的非永久人口迁移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

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上 。虽然循环迁移与永久迁移的

区别在很多国家都存在 ,但是中国特有的城乡户籍制度似乎使得中国

城乡间劳动力的循环与永久迁移的区别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

勾德斯坦 、吴等将中国户籍制度下的人口迁移按照是否打算返回

原居住地区分出循环(circulatory)和永久(permanent)迁移 ,然后又根据

是否已经(或者打算)获得迁入地的户口将不打算返回原居住地的永久

迁移再区分为合法性(de jure)永久迁移和事实性(de facto)永久迁移

(Goldstein &Goldstein , 1987;Goldstein , 1987 , 1990;Woon , 1993 , 1999)。

这种区分对于从概念上厘清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人口迁移现象的特殊

性奠定了基础。

(三)国内关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 ,随着流动人口问题焦点的转移 ,国内学者对人口流动的研

究逐步从一般性的流动原因研究转向对永久(或户籍)迁移的研究。侯

红娅等人发现 ,年龄越小 、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对进城务工的收入预期

要高过其他农民 ,因此他们更愿意放弃土地进城定居(侯红娅等 ,

2004);任远的研究显示 ,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居留时间是决定是否迁

移定居的主要原因(任远 , 2006);赵艳枝(2006)的研究证明 ,在迁入地

工作时间长 、工作稳定 、家庭式流动 、在迁入地已购买和自建住房 、原来

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更愿意在迁入地定居;朱宇则认为 ,稳定的收入和

好的保障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做出永久迁移的原因(朱宇 ,2004b)。

以上研究基本反映出国内目前关于永久迁移研究的状况:即大部

分研究笼统地以流动人口为分析对象 ,专门以农民工为分析对象的研

究不多 ,而建立在笼统的“流动人口”研究基础上的结论对农民工是否

有解释力是值得怀疑的。以上列举的文献里只有侯红娅的研究是针对

农民工的 ,但遗憾的是她仅仅考察了农民工的人口特征(如年龄 、性别 、

教育水平)对永久迁移的影响 ,而没有将经济 、社会因素引入分析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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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 ?这是本文希望回答 ,也是

我们在考虑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有必要搞清楚的问题。

二 、概念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行为意义和制度意义上的永久迁移意愿

如图 1所示 ,是否迁移 、是否永久迁移 、是否迁移户口是与迁移相

联系的三个决策选择 。上述文献所涉及的大部分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

都是针对第一步 ,即是否迁移的。按照公式 1所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

微观理论关于个体迁移的解释 ,如果一个个体预期在一段时间内进城

打工的收益会超过其留在农村的收益 ,那么这个个体就会决定离开农

村进入城市打工 。这里收益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经济收益 、社会地位

的收益 、个人成就的收益 ,甚至家庭规避风险的收益等等。

图 1　迁移与永久迁移

个体一旦进城打工 ,下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从此就在城市定

居 ,还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返回农村 ?从逻辑上讲 ,如果个体在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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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城后的收益 ,确认其进入城市打工的收益确实超过留在农村的收

益 ,并相信能继续取得高于农村的收益 ,那么个体就可能继续留在城

市。从行为意义上讲 ,他就具有了永久迁移的意愿 。

但是 ,仅有这种行为性的分析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我国人口迁移的

实际状况 。因为在我们国家 ,只有实现了户籍迁移 ,迁移者才具有与当

地居民同等的 、能够保障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的各种权利;否则一个人无

论在户口所在地之外的地方工作生活多久 ,只要没有将户口迁移到其

工作生活的地方 ,其迁移行为只是一种事实性永久迁移 ,在制度上不具

有永久迁移的合法性 。

据此 ,我们可以将迁移意愿的分析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行为性的

永久迁移意愿和非永久迁移意愿 ,另一个是制度性的永久迁移意愿和

非永久迁移意愿 。二者交互构成表 1的四种不同的迁移意愿类型 。

　表 1　 迁移意愿分类

制度层面

非永久 永久

行为层面

永久　
A.行为永久

制度非永久

B.行为永久

制度永久

非永久
C.行为非永久

制度非永久

D.行为非永久

制度永久

　　我们将表 1中A迁移意愿(行为永久 、制度非永久)称为非制度性

永久迁移意愿;将 B迁移意愿(行为永久 、制度永久)称为制度性永久

迁移意愿;将C 迁移意愿(行为非永久 、制度非永久)称为循环迁移意

愿。A 、B 、C三类与勾德斯坦等人提出的事实性永久迁移 、合法性永久

迁移 、循环迁移概念内涵基本一致 。但 D类迁移意愿(行为非永久 、制

度永久)显然是吴的分析概念无法涵盖的 ,尽管在中国现行户籍制度

下 ,这种意愿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 ,但却真实反映了部分农民工的意

愿 ,我们姑且称之为不确定性迁移意愿。这样的分类和冠名可能不够

严谨 ,但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下面的分析提供一个可以比较的分类框架 。

(二)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

尽管我们承认农民工外出打工是一个基于比较效益上的理性选择

行为 ,但是短期迁移与长期迁移的理性计算是不一样的 ,打算迁移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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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打算迁移户口的理性计算也不一样 。例如 ,一个人如果打定主意

进城打工三五年 ,之后就返回农村 ,那么对于是否能够长期适应城市生

活 、是否愿意放弃农村土地 、是否愿意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等等这些问

题就不需要考虑太多;反之则不然 。简单点说 ,我们可能只用经济收入

这一项就可以解释某个农民是否会长期在城市打工 ,但是我们不可能

只用经济收入这一项就可以解释某个农民是否会把户口迁移到打工城

市。是否迁移户口是一个基于经济 、社会 、文化等更为复杂因素的选

择。由此 ,我们提出一个由“个体的迁移动力”和“制度合法性压力”构

成的二维的分析框架 ,即农民工的迁移意愿不仅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 ,

还受到打工所在地的制度合法性压力的影响 。

个体的迁移动力在这里主要是指驱使农民到城市打工的内在原

因 ,例如追求城市较高的工资收入 、不喜欢农村而向往城市生活 、希望

孩子能成为城里人等各种将个体从农村推 拉向城市的动力。个体迁

移的动力大小直接影响到行为意义上的永久迁移意愿 。

制度合法性压力在这里主要是指农民工由于缺少户籍制度的合法

性保障 ,从而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是

社会性的 ,比如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和排斥 ,受到雇主不公平的对待;可

以是心理上的 ,比如对打工前途感到迷茫 ,感到不安和焦虑;可以是在

实际生活中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而面对的种种麻烦 。这种压力必然会影

响到制度意义上的永久迁移意愿 。迄今为止 ,大多数关于我国农民工

迁移的研究都是从个体迁移动力的立场出发的 ,鲜见将制度合法性压

力纳入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假设和概念的操作化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四个关于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假设。

H1:个体的迁移动力越强 ,越倾向于选择行为性永久迁移 。

个体迁移动力的测量是个复杂的问题 ,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指

标:一是个体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认同 ,二是个体人力资本 。其分

析的逻辑是 ,如果个体排斥农村生活方式 ,把城市生活方式作为自己或

者下一代的目标 ,那么他的迁移取向就可能是长期的;而农民个体的人

力资本水平相对越高 ,越有可能进入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 ,越容易对城

市工作和生活产生适应和认同;反之 ,则迁移动力越弱 。因此我们以性

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出来打工的时间长短 、月平均收入等 5个指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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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以不喜欢农村生活 、适应城市生活 、认为自己不是农民 、希望

小孩留在城市 、熟悉打工地语言 、感觉地位提高 、认为这份打工工作很

重要 7个指标测量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认同。

吴在他的研究中使用了“是否打算 5年之内返回原居住地”为指标

来测量是否具有永久迁移意愿 ,“是”则表示有永久迁移意愿 ,否则则无

(Woon ,1999)。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有一个可以直接测量的时间参数 ,但

是缺点也十分明显。因为用 5年的离土离乡来标示“永久迁移”这样一

个时间和行为概念实在缺乏信度。我们以为 ,对于农民来讲 ,土地权利

和土地收益是把他留在农村最根本的纽带 ,也是他们对农村生活 、农业

劳动 、农民身份最根本的认同基础 ,因此农民工对土地的态度更能反映

他们在迁移上的态度 。如果他们愿意放弃土地 ,基本上也就表示他们

愿意放弃农村生活 、农业劳动和农民身份 ,可能有永久离开农村 、迁入

城市的意愿。因此我们选择了“您愿意放弃在老家的田地吗”作为对农

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测量 ,被访农民工可以选择的答案包括“1 、不愿意

放弃;2 、愿意放弃;3 、无所谓;4 、没有田地;x 、说不清” 。

H2:个体迁移的经济成本越大 ,越倾向于选择行为性的非永久迁

移。

在迁移研究中 ,迁移成本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 ,通常包括因迁移

而失去原住地的收益 、迁移过程中的开支和损耗 、迁移后为适应新环境

付出的成本。在这里我们主要指的是个体如果选择永久迁入城市 ,需

要放弃的在农村的经济利益。我们假设土地是农民在农村中所有利益

中最重要 、最根本的利益 ,因此所用的惟一经济成本指标是:“您家有没

有承包责任田(地 、山)” ,答案是:“1 、没有;2 、有” 。

H3:个体面对的制度合法性压力越大 ,越倾向于制度性永久迁移。

根据我们对制度合法性压力的定义 ,我们从“感觉受到歧视” 、“心

理压力”和“没有户口遇到的麻烦”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测量。在操作中 ,

“感觉受到歧视”这个变量是根据“我不属于这里” 、“我受到了老板的剥

削” 、“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我的收入并没有体现出我的劳动价值” 、

“城市人很排斥我们外来打工者” 、“我在城市里低人一等” 、“如果我是

城市户口 ,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7个指标综合得出的。如果全部回答

都是“从来没有”则“感觉受到歧视”赋值为 0 ,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

回答“偶尔有” 、“经常有”或者“总是有” ,则赋值为 1。“心理压力”变量

是将失眠 、觉得身心疲惫 、烦躁易怒 、容易哭泣或想哭 、前途茫然 、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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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孤独 、觉得自己没有用 、觉得生活很艰难 、觉得活着没意思等 9个指

标加总得出的。取值范围为 9-34 ,数值越大表示心理压力越大 。整

个样本平均值为 14.97 ,标准差为 3.95。“没户口遇到的麻烦”变量是

根据不感到有什么麻烦 、因无暂住证而受处罚 、有的工作岗位不能应

聘 、受当地政府管理太多 、小孩入当地学校要交高额赞助费 、年年要回

家办计划生育证 、生活没有安定感 、不被当地人信任 、感到受歧视等 9

个指标建构的。全部回答“否”的则赋值为 0 ,至少有一项是肯定的则

为1 。

由于户口迁移仍然是我国人口实现永久迁移的制度性标志 ,因此

我们用来测量制度性永久迁移的问题是:“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现在

工作的城市?”答案包括:1 、愿意;2 、愿意 ,但不敢想;3 、不愿意 ,还是回

去;4 、没想过;5 、无所谓;x、说不清。在具体分析过程中 ,我们将答案 1

和2作为“愿意”归为一类 ,其他答案作为“不愿意”归为一类。应该提

醒的是 , “不愿意把户口迁入现在工作的城市”并不等于“不愿意把户口

迁入城市” ,但是把问题限定在现在打工的城市有助于我们开展政策上

的讨论。

由于农民工来源于不同的城市或在不同城市打工 ,地区差别也可

能会影响到农民工的迁移意愿 ,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又加入了农民工的

来源地和目前工作城市两个控制变量。来源地分类为来自广东(1)和

广东以外(0)。目前工作城市分为广州 、深圳和珠海 、其他三类 。

H4: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 ,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

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从表 1可以看到 ,迁移意愿的分类是以“是否愿意放弃在老家的土

地”和“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两个层面的问题交互产生的 ,它

同时受到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的影响 。因此 ,在不同的迁

移意愿人群中 ,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三 、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与课题组成员共同承担的 2005 年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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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问卷调查于 2006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 9个城市展开;调查对象

被限定在“大专学历及以下的农村户口持有者跨县(区)域流动到城市

务工”的农民工;抽样方法采取的是比例抽样 ,即按人口普查中 9个地

级城市中流动人口比例分配各个城市的样本数 ,然后按广东统计年鉴

中各个城市二 、三产业的比重控制调查对象在二 、三产业中的分布;具

体访问对象的获得是运用拦截方法和“滚雪球”的方法 。最后获得有效

样本 3970份 ,其中在企业打工的样本为 3086份(其他为非正式就业)。

本文的研究是以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为对象 ,并去掉在相关变量上存

在缺失值的个案 ,最后的有效样本为2862份。

(二)统计分析方法

因为两个因变量 , “是否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是否愿意将户口

迁入工作所在地的城市”都是二分变量 ,所以本文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是二分对数偶值模型(binary logit model),简称对数偶值模型。该模型

的基本形式是:

Υi =ln( i)= xiβ

　　其中  i =
P(y i =1)

1 -P(y i =1)
=

P(yi =1)
P(yi =0)

, 即某一个个案的因变量

取值为 1的概率与取值为 0的概率的比 ,在统计上称为偶值(odds)①。

该模型假设对数偶值 Υi(即 log odds ,又称 logit)与模型的自变量之间存

在线性关系。模型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估算模型的参数值。各个自变量的参数值 β进行指数转换之后所得到

的 e
β
所表示的就是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引起的因变量偶值的变化幅度 ,

所以也就是“偶值比”(odds ratio)。偶值比大于 1 意味着自变量增加 ,

则因变量 p(y=1)对 p(y=0)的偶值也相应增加 ,偶值比越大表示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明显;小于 1则表示因变量 p(y =1)对 p(y=0)的

偶值相应减小 ,偶值比越小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明显;等于 1

表示没有影响。

对数偶值模型的整体质量如何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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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能够解释多少因变量中所包含的变化和差异 ,类似于普通线性回归

模型的 R
2
表示的模型解释的因变量方差的比例。但是因为这里的因

变量是二分变量 ,所以无法直接计算这个比例 ,因此只能通过其他方法

进行计算 ,得出的指标通常称为“伪 R
2
”(pseudo R

2
)。本文将报告

McFadden' s R
2
(Long &Freese , 2001:92)。

第二个方法是基于各种信息标准(information criterion)建构出的不

同的信息指数 ,如 AIC (Akaike' s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 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 等 ,用来表示模型有效利用数据中的信息的

程度 。本文将报告 BIC' 。对于嵌套模型(nested models)而言 ,BIC' 小的

模型比 BIC' 大的模型要好 ,差距越大意味着一个模型越优于另外一个

模型(Long &Freese , 2001:94-95)。

第三个评价标准是用 Hosmer and Lemeshow 模型拟合度检验

(Hosmer and Lemeshow Model Fit Test)来判断模型与数据的整体拟合程

度。这与通常报告出的似然比率检验(Likelihood ratio test)是不一样的 。

似然比率检验只是笼统地检验模型中的所有自变量放在一起是否对于

因变量有显著的影响 , 相当于对普通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的 F 检验 。

Hosmer and Lemeshow 模型拟合度检验才是真正检验模型是否与数据相

拟合 。其虚拟假设(H0)是模型与数据相拟合 ,因此如果检验的结果是

显著的则意味着要推翻此假设 ,也就是说模型与数据不相拟合。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变量的基本分布

变量的基本分布情况如表 2。

从表 2中可以看到 , 56.15%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放弃农村土地 ,

表示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有 43.85%;39.62%的人表示愿意把户口迁

入打工城市 ,不愿意的占 60.38%。

(二)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与永久迁移意愿

通过表3中的模型Ⅰ 、模型 Ⅱ和模型 Ⅲ ,我们分别对假设 1和假设

2进行检验。模型 I的结果显示 ,除了熟悉当地语言 、认为地位上升 、希

望小孩留在城市 、认为现在这份工作很重要这四个变量之外 ,其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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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变量都对是否愿意放弃土地有显著影响(在α=0.05的程度或以

下)。

　表 2　 变量的基本分布情况

二分变量

因变量名称 1=是(频数 百分比) 0=否(频数 百分比)

是否愿意放弃农村土地 1607 56.15% 1255 43.85%

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 1134 39.62% 1728 60.38%

自变量名称

男性 1523 53.21% 1339 46.79%

教育程度高中以上 862 30.12% 2000 69.88%

不喜欢农村生活 182 6.36% 2680 93.64%

认为自己不是农民 613 21.42% 2249 78.58%

适应城市生活 1410 49.27% 1452 50.73%

熟悉当地语言 1573 54.96% 1289 45.04%

认为地位上升 1360 47.52% 1502 52.48%

希望子女留在城市 298 10.41% 2564 89.59%

认为现在这份工作很重要 765 26.73% 2097 73.27%

农村有责任田 2111 73.76% 751 26.24%

感觉受到歧视 1517 53.00% 1345 47.00%

认为没有户口是个麻烦 1573 54.96% 1289 45.04%

来自广东 646 22.57% 2216 77.43%

现在广州工作 383 13.38% 2479 86.62%

现在深圳珠海工作 895 31.27% 1967 68.73%

现在其他城市工作 1584 55.35% 1278 44.65%

连续变量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周岁) 27.34 8.54

目前平均月收入(元) 1096.64 561.39

出来打工的时间(月) 5.84 5.16

心理压力 14.97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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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关于是否愿意放弃土地的对数偶值模型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自变量 p-value 偶值比(eb) p-value 偶值比(eb) p-value 偶值比(eb)

　男性 .0380 .8438 .2010 .8974 .2620 .9083

年龄(周岁) .0000 .9696 .0000 .9717 .0000 .9704

教育程度高中以上 .0000 1.4325 .0000 1.3891 .0000 1.4010

目前月均收入(元) .0020 1.0003 .0110 1.0002 .0130 1.0002

初次打工到现在(月) .0250 1.0217 .0080 1.0265 .0070 1.0276

不喜欢农村生活 .0180 1.4765 .0280 1.4521 .0390 1.4192

认为自己不是农民 .0090 1.2891 .0060 1.3115 .0110 1.2908

适应城市生活 .0000 1.3231 .0000 1.3510 .0000 1.3614

熟悉当地语言 .1240 1.1304 .6330 1.0400 .8880 .9872

认为地位上升 .8620 .9865 .8250 1.0179 .8610 1.0143

希望小孩留在城市 .0970 1.2591 .1260 1.2444 .1100 1.2581

认为现在这份工作很重要 .1830 .8876 .1020 .8599 .1190 .8653

农村老家有责任田 — .0000 .2908 .0000 .2950

感觉受到歧视 .0770 1.1601

心理压力 .5340 1.0068

认为没有户口是个麻烦 .1210 .8764

来自广州 .1270 1.1818

在深圳珠海打工 .7650 1.0407

在其他城市打工 .3600 .8935

N 2862 2862 2862

McFadden' s R2 .032 .076 .079

BIC' -31.097 -193.870 -158.047

Hosmer and Lemeshow 2854.27 2870.16 2872.37

模型拟合度检验 df=2844 df=2846 df=2842

(Pearson Chi-square) p=.4424 p=.3714 p=.3408

　　注:因变量是“是否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1=愿意 , 0=不愿意)。

　　具体而言 , 在反映个体人力资本的指标里 , 性别的偶值比为

0.8438 ,意味着男性较女性更不愿意放弃土地 ,其愿意放弃土地(相比

较“不愿意”)的偶值只有女性的84.38%;年龄的偶值比为0.9696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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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越大越不愿意放弃土地 ,年龄每增加 1周岁 ,其愿意放弃土地(相

比较“不愿意”)的偶值将减少约 3%;文化程度的偶值比为 1.4010 ,表

示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愿意放弃土地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愿意放

弃土地的偶值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的 1.43倍;外出打工时间的

偶值比为 1.0276 ,表示外出打工时间越长越愿意放弃土地 ,时间每增加

1个月 ,则愿意放弃土地的偶值将增加 2.17%;“目前月平均收入”的偶

值比为 1.0002 ,表示收入每增加 1元 ,则愿意放弃土地的偶值将增加

2%。概括而言 ,人力资本越强的农民工越愿意放弃土地 ,选择永久性

迁移 。

在个体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与认同指标上 , “不喜欢农村生活”

的偶值比为1.4192 ,表示不喜欢农村生活的人的偶值是喜欢农村生活

方式的人的 1.42倍;“适应城市生活”的偶值比为 1.3614 ,表示认为自

己已经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的偶值是认为不适应城市生活的人的

1.36倍;“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偶值比为 1.2908 ,表示认为不认同农

民身份的农民工的偶值是仍然认同农民身份的人的 1.29 倍。概括而

言 ,对城市生活追求与认同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放弃土地 ,选择永

久性迁移 。

模型 Ⅱ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加入“农村老家是否有责任田”这个自变

量 ,结果在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家里有责任田的人愿意放弃土

地的偶值只有家里没有责任田的人的 29.08%。根据利用 BIC' 来评价

两个嵌套模型的质量的标准(Long &Freese , 2001:94-95),模型 Ⅱ的

BIC' 比模型Ⅰ的小很多 ,表明模型 Ⅱ明显地优于模型 Ⅰ 。模型 Ⅱ的结

果还显示加入土地这个变量对于模型Ⅰ呈现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

关系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惟一的例外就是性别 ,即在土地的显著

影响下 ,男性和女性在是否愿意放弃土地的问题上变得没有差别了。

模型 Ⅲ在模型Ⅱ的基础上加入了制度合法性压力指标和地区性控

制指标 ,结果模型Ⅱ呈现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没有任何

改变 ,新加入的指标对农民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 、选择永久迁移的态度

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 ,无论农民工在城市中是否感到受歧视 、心理

压力是否大 、是否认为没有户口会有麻烦 ,都不影响他们对行为意义上

的永久迁移作出选择;同样 ,无论来自广东还是非广东地区的农民 ,无

论在深圳珠海 、广州或其他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工的农民工 ,他们在是否

愿意放弃土地的问题上没有态度上的差别 。模型 Ⅲ的 BIC' 比模型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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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很多 ,表明在模型Ⅲ中加入的制度合法性压力指标和地区性控制

指标对于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并没有太大帮助 ,反倒使得模型变得更加

复杂 。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意义

上的永久迁移意愿指标 ,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是个体的迁

移动力和迁移的经济成本 ,而非制度合法性压力。

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的结果表明H1和H2的假设基本上被证实。

(三)户口迁移意愿与永久性迁移

在本研究中 ,“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所在城市”是测量是否愿

意制度性永久迁移的因变量 ,我们将表 3的所有自变量同样引入分析

模型 ,结果如表 4显示 。

首先 ,在对农民工土地态度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中 , “不喜欢农村生

活”和“城市生活适应”继续对户口迁移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并且影响力

增大 。不喜欢农村生活的偶值比从模型 II中的1.45增加到了 1.87 ,城

市生活适应的偶值比也从 1.35增加到了 1.45。

其次 ,性别和收入水平继续对户口迁移意愿产生影响 ,但是影响的

方向与表 3发生了变化。男性更愿意迁移户口至打工城市;并且收入

越高的人越不愿意将户口迁至打工所在城市 。收入的偶值比为

0.9998 ,意味着月收入每增加 1元 ,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的偶值就

随之降低万分之二。

第三 ,在个体迁移动力的一组指标中 ,若干对农民工土地观念没有

显著影响的变量变得突出了 ,如“语言熟悉” 、“感觉地位上升了” 、“希望

小孩留在城市” 、“这份工作很重要”都对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打工城市

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希望小孩留在城市”的偶值比是 1.73 ,意味着有

此愿望的人其愿意迁入户口的偶值是无此愿望的人的 1.73倍 。

第四 ,对农民工土地观念没有显著影响的制度合法性压力指标呈

现出明显的影响。其中“感觉受到歧视”的影响力最大 , 偶值比为

2.13 ,相当于没有感受到歧视的人的 2.13 倍;感到“没有户口是个麻

烦”的人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的偶值是没有这一感觉的人的 1.56倍;

心理压力的影响也很明显 ,其偶值比为 1.04 ,意味着心理压力指标的

值每增加 1分 ,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的偶值就将随之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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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关于户口迁移意愿的对数偶值模型

模型

自变量 p-value 偶值比(eb)

男性 .0390 1.2015

年龄(周岁) .1070 1.0104

教育程度高中以上 .2040 1.1300

目前月平均收入(元) .0390 .9998

初次打工到现在(月) .6820 1.0042

不喜欢农村生活 .0000 1.8735

认为自己不是农民 .1730 1.1489

城市生活适应 .0000 1.4480

语言熟悉 .0000 1.4499

感觉地位上升了 .0000 1.4881

希望小孩留在城市 .0000 1.7340

这份工作很重要 .0000 1.4123

家里有责任田 .4660 .9331

感觉受到歧视 .0000 2.1345

心理压力 .0000 1.0446

没有户口是个麻烦 .0000 1.4740

来自广东 .0000 1.6016

在深圳珠海工作 .0390 1.3176

在其他城市工作 .0110 .7262

N 2862

McFadden' s R2 .105

BIC' -252.191

Hosmer and Lemeshow 2861.20

模型拟合度检验 df=2842

(Pearson Chi-square) p=.3963

　　注:因变量是“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工作所在地城市”(1=愿意 , 0=不愿意)。

　　第五 ,对农民工土地观念没有显著影响的地区性指标也呈现出明

显的影响 。其中来自广东地区的农民工比非广东地区的农民工有更强

的户口迁移动机 ,偶值比为 1.60 ,意味着其偶值是非广东地区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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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60倍;而从打工所在地区来看 ,在深圳珠海打工的农民工迁移户

口的意愿最强 ,其次是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 ,最后是这三个城市之外打

工的农民工。深圳珠海农民工的偶值是广州农民工的 1.32倍 ,其他城

市农民工的偶值是广州农民工的 73%。

第六 , “老家是否有责任田”在分析农民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时是

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 ,但在这里却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一点让人有些费

解。因为按照现行的制度 ,获得城市户口必须放弃土地 ,那么逻辑上农

民工在考虑户口迁移问题时必然会考虑到放弃土地的成本因素 。造成

这一结果的因素可能与问卷设计有关 ,即问卷没有把放弃土地作为前

提条件来询问被访者“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打工所在城市” 。因此它反

映的可能是被访者在没有考虑土地因素下的迁移意愿 。当然也可能有

完全不同的解释 ,即土地因素确实不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

产生影响 ,因为一旦农民工愿意迁移户口 ,实现合法的永久迁移 ,那么

保不保留土地对他们来讲都不重要了。不过这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

完善 。

概括以上六点差别我们不难看出 ,影响农民工作出行为性永久迁

移意愿的因素与影响农民工作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因素是不一样

的。如果我们将影响二者的显著因素作个比较 ,会发现一个值得思考

的现象 ,即除了“不喜欢农村生活” 、“对城市的适应性好”两个指标对二

者都有正向的影响外 ,其他影响因素完全不同 。这种差别显示出如下

特征:影响农民工愿意放弃土地 ,选择行为性永久迁移的因素相对集中

在更具个体性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城市生活方式认同上;影响农民工愿

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 ,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的因素相对集中在更具

地域性的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等外部关系评价的社会因素上 。

表4模型的结果表明 H3假设基本上被证实 。

(四)四类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比较

按照表 1的分类 ,四类迁移愿意的人数分布如下(表 5):愿意迁户

又愿意弃地的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占 25.09%;不愿意迁户但愿意弃

地的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占 31.06%;不愿意弃地也不愿意迁户的行

为性非永久迁移意愿占 29.32%;不愿意弃地但愿意迁户的不确定性

迁移意愿占 14.54%。也就是说 ,比例最高的是不愿意将户口迁入打

工城市但愿意放弃土地的非制度性永久(事实性永久迁移)迁移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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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三分之一;其次是既不愿意弃地也不愿意迁户的行为性非永久迁移

(循环迁移)意愿 ,占 29.32%;真正符合现行迁移制度 ,愿意将户口迁

入打工城市并愿意放弃土地(合法性永久迁移)的农民工只占

25.09%,即四分之一;而不愿意弃地但愿意迁户(不确定性迁移)的农

民工占14.54%。

　表 5　 不同迁移意愿类别的分布

制度性的永久迁移

非永久 永久 合计

行为性的

永久迁移

永久　 889(31.06%) 718(25.09%) 1607(56.15%)

非永久 839(29.32%) 416(14.54%) 1255(43.85%)

合计　 1728(60.38%) 1134(39.62%) 2862(100%)

　　那么 ,对于具有不同迁移意愿的农民工来讲 ,影响他们各自作出选

择的因素又存在哪些差别呢? 表 6是使用以上分析变量分别对四类迁

移意愿人群进行分析的结果。

那些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倾向于不喜欢农村生活 、

适应城市生活 、熟悉打工当地语言 、认为自己地位上升 、希望小孩留在

城市 、农村老家没有责任田 、感觉受到歧视 、心理压力大 、认为没有户口

是个麻烦 、来自广东农村 、在深圳珠海广州以外的珠江三角洲城市打

工。也就是说 ,那些在观念上对城市工作 生活有较高追求和认同 ,但

是在城市工作 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又较差 ,制度合法性压力较大 ,迁移

的经济成本较低的农民工 ,更愿意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 ,而农民工个人

的人力资本因素在这里不起作用。

那些具有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倾向于男性 、年龄小 、高中

以上文化 、外出打工时间较长 、打工月收入较高 、不太熟悉打工当地语

言 、不认为自己地位上升 、不认为目前这份工作很重要 、农村老家没有

责任田 、歧视感较弱 、不认为没有户口是个麻烦 、来自广东以外农村 。

也就是说 ,那些人力资本较高 ,对城市工作 生活中的实际感受较好 ,迁

移的经济成本较低的农民工 ,更愿意选择行为性永久迁移 ,至于农民工

个人是否喜欢农村生活 、适应城市生活以及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在这里

不起作用 。当然 ,不愿意将户口迁移到现在打工的城市并不代表不愿

意将户口迁移到城市 ,但是以上数据至少说明 ,那些人力资本高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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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并不急于迁移户口到打工城市 ,或者说他们会不断地在打工实践过

程中体验城市 、选择城市 。

那些具有非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倾向于年龄较大 、初中以下文

化 、外出打工时间较短 、没有表示不喜欢农村生活 、不认为自己不再是

农民 、城市生活的适应性较差 、没有表示希望孩子留在城市 、农村老家

有责任田 、受歧视感较弱 、心理压力较小 、来自广东以外农村。也就是

说 ,那些人力资本较低 ,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和认同较弱 ,迁移的经济成

本较高 、制度合法性压力较小的农民工 ,更倾向于循环迁移 ,而非永久

性迁移。

那些具有不确定性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倾向于年龄较大 、打工月收

入较低 、认为目前这份工作很重要 、农村老家有责任田 、受歧视感较强 、

心理压力较大 、认为没有户口是个麻烦 。也就是说 ,那些一方面人力资

本较低 ,另一方面制度合法性压力较大的农民工 ,其迁移意愿更具不确

定性 。

表6模型的结果表明 H4假设基本上被证实 。

五 、理论讨论与政策思考

(一)经济理性与永久性迁移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迁移是迁移者为了追求比原住地更高的比较

经济效益 。依此逻辑 ,农民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越高 ,迁移的经济成本越

低(老家没有责任田),越愿意放弃土地 ,实现永久性迁移;人力资本越

强的农民工 ,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相对较强 ,相对收入较

高 ,更容易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越愿意放弃土地 ,实现永久性迁移 。

而那些人力资本不高的农民工对自己能否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得到发展

相对信心不足 ,所以他们不敢轻易放弃土地 ,选择永久性迁移。前面的

数据分析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 ,农民工是否放弃土地 ,选择行为

性的永久迁移 ,主要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 ,只要在城市打工的比

较收益高过农村 ,他们就会永久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下去。

但是这种经济理性的解释似乎很难简单地推演到农民工的户口迁

移 ,即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上。那些对行为性永久迁移起主要影响作

用的人力资本因素 ,如年龄 、文化程度 、外出打工时间和迁移成本(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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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田)在制度性永久迁移解释中完全不起作用。月工资收入虽然仍

然存在影响 ,但影响的方向完全不同 ,即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反而越不愿

意将户口迁入打工所在城市。而制度合法性压力和地区等非经济因素

成为影响农民工迁移户口 ,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的主要因素 ,新古典经

济学解释在这里暴露出局限。

(二)社会理性与永久性迁移

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 ,行为上的迁移与户籍制度上的迁移对

于一个农民来讲其意义是不同的 ,后者是更为根本的迁移行为。农民

一旦迁移户口就没有“退路” ,而只要保留农村户口 ,哪怕没有责任田 ,

也是他们最后的保障 。户口迁移还意味着他们永久地离开祖祖辈辈生

于斯 、长于斯的地方 ,离开他们的亲朋好友和社会支持网络 ,离开他们

熟悉的环境 、语言与文化 ,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会 。因此 ,当农民工

需要作出是否迁移户口的决策时 ,他们更需要考虑的是自己是否适应

城市生活方式 ,是否熟悉城市的语言和环境 ,是否能在城市得到平等的

生存与发展机会 。

从常识来理解 ,我们往往会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得到的待遇越平等 ,

心理感受越好 ,越愿意把户口迁移到打工城市 。但是在我们的研究发

现中 ,结论却是相反的。恰恰是那些认为受到歧视 、心理压力大 、认为

没有户口是个麻烦的农民工更愿意将户口迁移到打工城市 ,而不是那

些在这些方面感觉良好的农民工 。这让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城

市户口究竟对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壁垒被打破 ,广大农民获得了

自由进入城市工作的权利和机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城市户籍居民

与农村户籍居民在城市的经济 、社会 、文化 、教育 、政治等各个领域里 ,

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差别或潜在的不公平 ,甚至排斥和歧视 ,这些差别阻

碍着农民工实现自己在城市社会中的追求和抱负 ,而产生这些差别的

原因被归因到户籍制度上。因此 ,寻求户籍制度的保障来消除差别和

改变在城市中的境遇 ,是农民工的社会理性选择 ,差别越大 ,获得城市

户籍的欲望越强 。这也就是为什么制度合法性压力越大的农民工越愿

意迁移户口到打工城市 ,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 。相反 ,那些目前在没有

城市户籍条件下已经得到较高收入 ,已经适应和熟悉城市生活 ,没有感

受到歧视 、心理压力和工作生活麻烦的农民工 ,迁移户籍的比较收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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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降低 ,因此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的欲望也相对较低 。换句话说 ,较

高的人力资本 、较低的迁移经济成本 、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认同是

导致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 ,而获得城市户籍则是农民工保障自己在

城市获得平等机会和权利 ,获得身心健康发展 ,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抱负

的动因。

(三)社区社会地位与永久性迁移

新移民经济学的代表斯塔克以“相对贫困”作为社会地位指标 ,指

出迁移者在原社区中低下的社会地位会成为他们迁移的“推力” 。朱宇

(2005)曾运用 1992年湖北省的问卷调查资料证明了这一论点 。这些

研究提醒我们关注农民工在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他们迁移决策

的关系 ,而我们的研究也再次证明了这一观点 。那些认为相对家乡而

言 ,进城后社会地位上升的农民工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的偶值比为

1.4207 ,其偶值相当于那些认为地位没有上升的农民工的 1.42倍 。但

是 ,斯塔克的观点只解释了迁移者在迁出地社区低下的社会地位会产

生迁移的推力 ,却没有回答迁移者在迁入地社区的社会地位会对迁移

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 ,大多数迁移者在迁入地社区往往也处于

低下的社会地位 ,他们同样存在强烈的“相对贫困”感 ,那么这种在迁入

地社区低下的社会地位是否也会成为一种推力 ,导致迁移者不愿意做

出永久性迁移? 我们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 ,那些受歧视感越强的农民

工越愿意迁移户籍 ,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斯塔克的解释是 ,虽然迁移

者迁移到新的社区 ,但他仍然会以原来的社区为参照系 ,只要相对原社

区迁移者的社会地位是提高的 ,迁移行为就会继续。这种解释有一定

的合理性 ,但过于消极 ,因为它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理解 ,即只要迁移者

在新社区的状况较之他们在原社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 ,他们就会满

足现状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

迁移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迁移者外出迁移的时间越久 ,被嵌入在

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的程度就越高 ,因此也会将迁入地社区

作为自己生活的参照系 ,努力提高和改变自己在迁入地社区的社会地

位。事实上 ,迁移者只有改善自己在迁入地的社会地位 ,才可能巩固在

迁出地社区已经得到提高的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研究数据才

呈现出:越是在城市环境中感到受歧视 、心理压力大即制度性合法压力

大的农民工 ,越希望得到城市户籍 ,实现制度性永久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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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域因素与永久性迁移

在我们的研究中 ,农民工的来源地和农民工现在打工的城市是被

作为地域因素控制变量引入的 ,但其所显示的结果也是值得思考的。

从资料来看 ,地域因素对是否愿意放弃土地 ,选择行为性永久迁移

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性。无论是来自广东农村的农民工还是广东以外

地区的农民工 ,影响他们作出选择的因素主要都是个体的人力资本和

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认同。但在是否愿意将户口迁移至打工城

市 ,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上 ,来自广东农村的农民工的偶值相当于来自

广东以外省份的农民工的 1.60倍。

对于这一差别 ,我们首先可以从迁移的空间成本观点来解释 。一

般来讲 ,迁移的距离越远 ,迁移的成本越高。在这里 ,成本不仅意味着

迁移的经济代价 ,也包含迁移带来的文化差异和再社会化成本。但是

我们以为 ,更值得我们对这一结果加以注意的是 ,尽管对于我们这个存

在巨大城乡差别的社会来讲 ,能够取得城市户籍 ,在城市生活和工作 ,

对许多农民来讲都是极具吸引力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农民工在城市迁

移上没有选择 ,他们对城市生活可能十分向往 ,对城市居民身份可能十

分渴求 ,但绝不是“饥不择食” 。从数据显示来看 ,农民工在城市户籍迁

移意愿上同样表现出大城市偏好 ,在深圳 、珠海 、广州打工的农民工比

其他几个城市有更强烈的迁移户口 ,选择制度性永久迁移的愿望 。当

然这可能有两种解释 ,一是深圳 、珠海和广州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及农民

工对这些城市的适应更强 ,因此他们更愿意把户口迁入这些城市;另外

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是在深圳 、珠海 、广州工作的农民工面对的制度合法

性压力大过其他城市的农民工 ,所以他们更愿意将户口迁入这些城市 ,

但这有待于专门的深入研究。

(五)若干政策性思考

本文开头指出 ,从社会平等和社会融合的理念出发 ,解决农民工在

打工所在地的城市户籍身份 ,实现农民工的永久迁移 ,无疑是应该的 ,

也是理想的 ,但是 ,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那些满足公民权利的公共产

品(例如义务教育 、贫困救助 、居住保障等)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并主要由

地方政府财政来解决 ,因此 ,在近 1.2亿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同时 ,地方

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担忧(姑且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提供)成为政

府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上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这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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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正是因为这一担忧 ,近年来虽然城市户籍限制有所放松 ,但是

这扇大门只对所谓“人才”开放 ,对农民工仍然是关闭的 。而我们的研

究表明 ,这种担忧显然被扩大了 ,因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规模与愿意将

户口迁移到打工城市的农民工规模是不一样的。研究数据表明 ,在现

行户籍制度下 ,愿意放弃土地并将户口迁移到打工城市的农民工实际

上只有25%,约 3千万。显然 ,基于 3千万基础上的政策思考与基于

1.2亿基础上的政策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以这一规模为政策基

础 ,我们以为是到了启动户籍制度改革 ,解决农民工城市户籍问题的时

候了 。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在中国现有的国情条件下 ,实现农民工的户

籍迁移将是一个逐步 、有序的过程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 ,主张农民工以

土地换城市身份(漆先望 ,2007),以此来帮助和推动农民工实现户籍迁

移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 ,如果在现阶段全面实行土地换城市身份

的政策 ,那么不仅会加大短期内人口城市化压力 ,而且是否能够保证农

民工在失去土地保障后 ,可以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现行城市社会保

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维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且 ,实

现以土地换城市身份的前提必须是农民对土地拥有独立的财产权 ,责

任田的流转必须在农村集体经济之外 ,而目前能否做到这两点或是否

应该这样做都是值得讨论的。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 ,农民工在老家

有没有责任田和他们是否愿意放弃土地对他们是否愿意将户口迁移到

打工城市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农村

责任田不变 ,不仅对于稳定农村经济是有必要的 ,对于减轻户籍改革初

期的迁移压力 ,遵循逐步 、有序 、稳妥的原则实现农民工的户籍迁移也

是必要的 。

既然实现农民工的户籍迁移将是一个逐步 、有序的过程 ,那么如何

制定政策来实现这一过程呢? 有学者认为应该优先在沿海大城市放开

农民工的户籍迁移(夏英 ,2007)。但我们的研究表明 ,农民工在城市户

籍迁移问题上存在大城市偏好 ,同时来自本省的农民工比来自外省的

农民工更愿意将户口迁移到打工城市 ,这意味着大城市选择偏好在外

省农民工中更为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 ,优先在沿海大城市放开农民工

的户籍迁移是不合适的 ,这会产生一种户籍迁移上的“马太效应” ,使迁

移城市最终难以承受“马太效应”下的迁移压力。

近年来 ,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农民工的就业 、劳

111

论 文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



动权利和社会保障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 ,对农民工的精

神 、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关注还没有真正提上议程。例如 ,虽然近年来城

市社区建设开展得轰轰烈烈 ,但是居住在城市社区中的农民工很少作

为城市社区平等的一员被纳入社区建设的主体。而农民工的户籍迁移

意愿表明 ,他们并非只是追求收入的经济人。要让他们融入城市 ,与原

市民和谐共处 ,就必须帮助他们熟悉城市环境 、适应城市生活 。而且 ,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的歧视 、心理压力和困难麻烦越小 ,

他们的户籍迁移意愿反而越会下降 ,从而可以减轻或延缓城市的户籍

迁移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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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data from a 1996 national probability sample of Chinese men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 has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ural-urban institutional divide.China has
an unusually high degree of mobility into agriculture and also , apparently , unusual
“openness” in the urban population.Both patterns are explained by China' s distinctive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system , which simultaneously fails to protect peasants from

downward mobility and permits only the best educated rural men to attain urban residential

status , resulting in severe sample selection bias in previous studies restricted to the de jure
urban population.In this article , new lights are shed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ocialist egalitarian policies and social fluidity and between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On “Living a Life of Fortune” Wu Fei　66………………………………

Abstract:This is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f the author' s field study of suicide , during
which the author found that suicide in China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described

by Western suicidologists.The reason for this difference is that the western suicidological
paradigms are based on the idea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life of the Western culture.In
order to fin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terpret suicide in China , the author applies an
idiom in spoken Chinese:“ living a life of fortune”(guo rizi).According to this idea , life
is a process from birth to death , and each step of it happens in the family.Hence the

family is not merely a social organization , but constitutes one' s existential living

condition.One' s happiness depends on the balance of family life , and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family life are persons , property , and rituals.Suicide usually happens when

an imbalance of power in family life leads to injustice.

A Study on Migrant Workers' Permanent Migration Intentions

Cai He &Wang Jin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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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research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 stem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at factors might affect migrant workers' decisions to choose cit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migrate to city permanently.We found that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ith different

migration intentions , individual inclinations to move and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work in

different ways.If using willingness to give up land as the indicator for behavioral

permanent migration intentions , then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migrant workers' intentions
are individual inclinations to move , which mainly include individuals' human capitals and
their inclination towards urban life style , so the choice is mainly based on economic

rationality.If we use the willingness to change one' 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o the city

where they are working as the indicator , then the main factors are mostly about loca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 which point to the social rationality underlying the migrant

workers' pursuit for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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